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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韩礼德语篇分析的理论框架为众多翻译研究者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他们将语篇分析模式引入翻译研究，取得了较大成果。休斯通过译文和原文的语域分析以确定译作评估模式，区别了显性翻译和隐性翻译；贝克探讨了翻译中语言各层次包括语篇和语用方面的对等；哈迪姆和梅森将符号层的话语模式融入其翻译模式，实现了语篇翻译研究的符号学转向，代表了更广泛广阔的语篇翻译观。个案分析显示，语篇翻译模式操作性强，对翻译过程和翻译批评有着广泛的实用价值。当然，这一理论也存在自身的不足，需要完善，若能将语篇翻译的内部系统与更广阔的外部系统如政治、文化语境等结合起来，它必将展示更旺盛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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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ranslation Studies from a Discourse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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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allidayan discourse analysis has provided a framework for many translation theorists with vigorous theoretical support. Some translation theorists have relegated discourse analysis into translation studies, in which they have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House has asserted her model of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through register analysis, and she has also made a distinction between overt translation and covert translation; Baker had made a research into the equivalence between the source text and the target text at all levels including discourse and pragmatic level; Hatim and Mason have absorbed semiotic model into their research, which has turned from discourse approach to semiotic approach, representing a wider viewpoint of translation studies. Case study indicates that its operations are strong,, and it has a justifiable practice use. Of course, weak points also exist in this theory, which needs to be consummated. If the inner system and the outer system embracing a more wider cultural and political background are combin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from a discourse approach will show a more and more prosperous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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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语篇分析开始在翻译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语篇分析法侧重于描述语言的意义交流以及建立社会和权力关系的方式。在翻译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话语分析模式当数韩礼德的系统功能模式。语篇分析模式引入翻译研究后，对翻译研究那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混乱局面无疑注入了一塘清水，尤其对于中国翻译界挥之不去的语文学式的翻译研究产生了重要意义。西方翻译研究者把语篇分析引入翻译研究后，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出版了几部重要作品，主要有：Juliane House(1997)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一种重访模式》（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A Model Revisited ），Mona Baker(2000) 的《换言之：翻译教程》（In Other Words：A Course Book on Translation），Bell(2001)的《翻译的理论与实践》（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Basil Hatim 和 Ian Mason合著的 《语篇与译者》（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2001)和《作为交际者的译者》（ The Translator as Communicator）(1999)，Basil(2001) 的《跨文化交际－翻译理论与对比篇章语言学》（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 Translation Theory and Contrastive）。Juliane House 通过对原文和译文进行语域对比分析以确定译作评估模式，并分析了显性翻译（overt translation）和隐形翻译（covert translation）。显性翻译自称不是翻译，隐形翻译则被定义为在译语文化中享有和源语文本平等的地位。Baker 探讨了翻译中语言各层次尤其是语篇和语用层次上的对等。Basil Hatim 和Ian Mason 将符号层上的话语融入其翻译研究模式，代表了更广泛意义上的话语观。在我国，将语篇分析模式引入翻译研究的应首推黄国文和张美芳二教授。黄国文(2002a)在《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年第7期上发表的《导读：关于语篇与翻译》一文是对一组语篇与翻译的专题文章写的导读，这标志着语篇翻译在我国已取得了重要进展和突破。黄国文、张美芳（2002）在《中国翻译》2002年第3期上发表的《语篇语言学与翻译研究》，在笔者看来，则是语篇翻译研究的宣言书，标志着语篇翻译学研究在中国的正式成立，因为该文指明了语篇翻译研究的学科概念、研究范围、研究重点及研究方法。后来，黄国文又相继发表了多篇文章，就语言的经验、逻辑、人际、语篇功能对唐诗英译作了详细论述（2002b, 2002c, 2002d, 2002e），开创了翻译研究的崭新领域，把语篇翻译研究推向了高潮，为翻译研究朝纵深方向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一新的研究领域至今方兴未艾，成为翻译研究中的又一重镇。

2、 语篇翻译的理论背景及其发展

1． 韩礼德语篇分析模式引入翻译研究

韩礼德(1994/2000)在《功能语法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的前言中指出，建构功能语法的目的是为语篇分析提供可用于分析英语中任何口头语篇和书面语篇的理论框架。韩礼德式的语篇分析模式主要依据他建立的功能语法。功能语法主要研究作为交际的语言，把意义看成作者的选择，即意义就是选择，并把这种选择和广阔的社会文化框架系统地联系起来。这种模式在语言功能的表层结构和社会文化之间建立了紧密的相关性。如下图(figure1)所示，文本类型（genre）由社会文化语境决定，除此之外，社会文化语境还决定该系统框架中的其它成分，首当其冲的是语域(register)，由话语范围(field of discourse)、话语意旨(tenor of discourse)、和话语模式(mode of discourse)组成。话语范围指交际的目的及主题，话语意旨则指交际者之间的关系，而话语模式指交际得以进行的方式。语言则有三种纯理功能，即意念功能、文本功能、人际功能，即讲话者总是通过连贯的话语（语篇功能）和别人交际（人际功能）的同时，反映周围的客观世界和自己的内心世界（概念功能）。这三种纯理功能由词汇语法建构或实现。词汇语法就是措辞和句法结构的选择。功能语法的核心部分就是强调选择就是意义，具体移植到翻译研究就是对词汇语法的选择。语域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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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组成部分和语言的三个纯理功能形成一一对应关系。话语范围和意念意义联系，由及物性类型如动词类型、主被动结构、构成中的参与者等因素决定；话语意旨和人际意义相联系，由情态类型诸如情态动词和副词；话语方式和语篇意义相联系，由主题和信息结构以及衔接决定，主题和信息结构主要是指小句中各成分的词序和结构，衔接指文本通过词汇将其连接起来的方式，包括代词、省略、搭配、重复等的使用。翻译活动涉及到的的核心问题是两种语言间的转换，具体的操作是通过语词的互换互代来完成这一转换。因此，林璋先生说：“转换是翻译行为的本质，也是翻译学研究的支点，整个翻译学都是围绕着转换展开的” (1999：62) 。语篇翻译模式对翻译的具体操作过程无疑有着直接的指导作用。从这点上看来，语篇翻译模式可操作性强、实用价值高，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有血有肉的实际意义，所以，它显示了强劲的势头。翻译研究有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之分，内部系统关注的是翻译活动中的具体转换，而外部系统则从哲学、语言学、文艺理论等角度对翻译进行研究，它关注的“‘不是如何将一段话语翻译得更好’等技术性问题”（王宾 2001：8）。语篇翻译模式虽然说是从功能语言学的角度研究翻译活动，但它具体涉及到语言在词汇、语法、语用等方面的转换和对等，拿刘宓庆的话来说，它属于翻译的内部研究（1999：17－20）。因此，既然语篇翻译模式能够为翻译的本质问题―――转换―――提供最具实用价值的指导，这正是它从一开始就体现了强劲生命力的关键原因所在。

2． House 翻译质量评估模式

休斯（House）在1977年即已为语篇翻译提供了一种模式，但遭致广泛的批评，因此，她在1997年出版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一种重访模式》（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A Model Revisited ）中将这一模式进行了修改(figure 2)。休斯将其早期的模式移植进韩礼德式的话语范围、意旨、方式的语域分析中，创立了自己的新模式。这种模式对源语文本和译语文本外部特征进行了系统的比较。

Figure 2

Scheme for analyzing and comparing original and translation tex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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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se 1997: 108)

这种分类法更为复杂，但是它通过词法、句法、语篇来实现源语文本和译语文本的语域分析。语篇手段主要是指：主题动态学(theme-dynamics)，包括主题结构及衔接；小句连接(clausal linkage)，包括并列连词如and, in addition 和转折连词如but, however等；象似连接(iconic linkage)包括结构平行等。休斯的语篇翻译模式是对韩礼德模式的补充。话语范围指主题、社会行为，并覆盖了词汇的具体选择运用；话语意旨包括发话者的时间、空间、社会来源以及知识、情感状态，社会态度则指正式、非正式文体；话语方式涉及到的是说话者和受话者参与话语的渠道及参与程度（House 1997: 109）。休斯的语篇翻译模式具体操作如下：先对源语文本的语域产生总体的轮廓；再加入由语域实现的源语文本的类型描述，这样，我们对源语文本的功能就基本上可以作出陈述，这种功能当然包括意念、人际功能了，换句话说，也就是传递了什么信息以及信息发送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关系；同样的描述程序在译语文本中执行；再次，将源语文本和译语文本的总体轮廓进行比较，那么，在这种对比中，两种语言的错误配对或错误就会发现，这样就可以根据语域和类型的情景方面将两种语言中的错配或不一致的地方归类，这种不一致的地方被休斯描述为隐形的不正确的错误，即译语系统中与源语在涵义方面的不对等；那么，我们得出对翻译质量的评估；最后，翻译可以被分为显性翻译(overt translation)和隐性翻译(covert translation)两种类型（Munday 2001：93）。

    休斯然后重点分析了显性翻译和隐形翻译。显性翻译自称不是原文，即这种显性翻译并没有让翻译文本的接受者直接接受显性的翻译信息，因此，必须在语言/语篇、语域、类型层面寻求对等。既然话语世界的运转方式迥然有别，个别文本的功能在源语文本和译语文本中就会大相径庭。鉴于此，休斯提出，随着源语文本的功能进入译语文本，翻译应寻求二级功能对等（second-level functional equivalence）， 译文接受者就会部分地接受源语文本的信息。隐性翻译在译语文化中享有和原文平等的地位，源语文本并非一定和源语文化和源语读者紧密想连，原本和译本都直接面对读者。隐性翻译的功能就是在译本中再度表征原本所处的语言文化框架和话语世界。这样，隐性翻译没有把译语读者带入到原本的话语世界中，对等只能在话语类型及个别语篇功能层面上对等。休斯称这种类型的翻译为文化过滤器。译者需要使用文化过滤器，使译文读者阅读译本时得到和阅读原本同样的印象。在休斯的这种语篇翻译类型中，显性翻译和隐性翻译的如其说是二元对立还不如说是二者调和的结果，在有些需要隐性翻译的情况下和有些类型在译语文化中不存在的情况下，就应寻求隐性译本而不是隐性翻译。

    休斯的隐性翻译、显性翻译与文努提(Venuti 1995: 19-20)的归化翻译(domestication)、异化翻译(foreignization)看似有异曲同工之妙，实则差别较大。前者从语篇角度或曰从语言的内部将翻译分为两种类型，属于翻译的内部研究，而后者则从文化、政治、诗学或曰语言的外部将翻译分为两种策略，属于翻译的外部研究；两者的目的也不同，前者追求的是译本和原本应尽可能在语域、类型等方面的对等，如果无法达到，就应追求二级对等，否则，就只能追求在译语文化中和原文享有同等地位的翻译了，提倡的仍然是显性翻译，而后者则提倡异化翻译，反对那种透明的翻译，其目的是要发展一种抵御译语文化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以求表现原本在语言文化上的差异；如果我们把翻译分为语文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三个阶段，前者属于结构主义阶段，而后者则属于解构主义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休斯的语篇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能产生具体的指导作用，她的源头是韩礼德的功能语法，文努提则是从文化角度切入翻译研究，其理论源头则要追索到德里达的解构大旗。关于如何将翻译研究的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不是本文探讨的范围，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3． Mona Baker 的语篇和语用层次的分析

贝克的《换言之：翻译教程》是继休斯的《翻译价值评估评估――一种重访模式》之后，将韩礼德语篇翻译模式运用于翻译研究的又一力作。贝克把语篇翻译中的对等分为五个层次，即词层对等、词层以上的对等、语法对等、篇章对等、主题结构对等、衔接和语用层次对等。最能体现其语篇翻译思想的是关于主题结构和信息结构的篇章对等、词汇连贯上的篇章对等、语用上的篇章对等。 休斯对韩礼德和布拉格学派关于分句的不同分法对翻译的影响作了分析，她指出，两种学派观点不同，对翻译的意义也会有一定的影响。根据韩礼德的观点，传递信息的小句分为主题结构和信息结构，这两套结构截然不同，尽管它们在语篇组织方面经常具有相同的某些特征；而布拉格学派的做法则是将二者合而为一。两种做法有时相互抵牾，对相同的小句因此会产生迥然有别的分析，此时，不同语言背景的译者应当在这两种观点中仔细斟酌，在翻译活动中采用适合自己的方法或理论，而将另外一种理论放在一边。具体说来，主题结构分为主位和述位，信息结构分为已知信息和新信息。对于主题结构的翻译，她对语法性和可接受性、语篇组织和发展、标记项和非标记项等在翻译中的具体运作作了分析。事实上，由于韩礼德的语篇分析是建立在英语语言基础之上的，它对翻译的效度有些方面是值得置疑的。尽管贝克接受了这一观点，但她认为韩礼德式的分析法吸引人的地方是它不象布拉格学派的分析那样复杂，它操作起来简单，运用起来方便（Baker 2000: 140）。译者分析原文语篇的主题结构时，最重要的是熟悉主题结构和信息结构的相对标记项。如何组织主题和翻译息息相关，因为了解它可以提高我们在交流过程中对说话者和作者的意义选择有更清醒的选择（Baker 2000: 129）。

关于词汇连贯从而使整个篇章连贯也是贝克讨论的重点内容。按照韩礼德的观点，语篇的连贯有五种主要的衔接手段：照应（reference），表达的是语义关系，表明表达法的一致；替代(substitution)，表达的是语法关系；省略(ellipsis)，表达的也是另外一种语法关系，或者说是另一种形式的替代；连接(conjunction)，表示说话者想要受话者了解他将要说的话和他已说的话之间的关系，如递进、转折、并列等；词汇衔接（lexical cohesion），指篇章内词汇的选择对组织结构所起的作用。译者应充分认识到不同语言采用不同衔接手段的频率、场合不尽相同，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在翻译活动中充分考虑两种语言的不同特点，才能翻译既忠实原文、又符合译语语言习规的作品来。

不仅如此，贝克还对语篇的语用对等方面在翻译中的映现作了重要探讨，把语用学方面的相关概念引入了作为语际转换的翻译研究。从语用学的角度研究翻译中的语篇对等，这种对等不是通过词汇等层面的衔接来达到语篇在语言学意义上的对等，而是要通过衔接来达到语用学意义上的语篇对等。衔接是连贯的表层化，它表明这种概念关系。在贝克看来，语用学是语言使用的研究，它研究意义，但这种意义不是由语言系统产生的，而是在交际情景中的参与者传递和操纵的（Baker 2000: 217）。语篇的连贯，归根结底依赖于接受者，依赖于他阐释话语中的在场线索，结果是，接受者按照对他来说是连贯的方式来理解话语。语篇的连贯是语篇中表征的知识和读者的知识及经验世界之间的互动。而读者的知识和经验世界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诸如年龄、性别、种族、民族、教育、职业和政治及宗教归属。即使有共指的衔接关系，如果不将其置入读者的前知识中，也不能保证语篇的连贯等。这样，贝克就顺利地将语用预设(presupposition)作为语用学意义上的语篇对等的条件之一引入了翻译研究之中。预设领域与语篇对等密切相关，Baker把它定义为语用推理（pragmatic inference）(Baker 2000: 259)。这种预设或曰语用推理涉及到信息发送者确保接受者拥有的语言内外的知识，同时也涉及到将这种语言内外的知识反馈到信息发送者。当译语读者不能确保和原文读者拥有相同的背景知识，或者因为文化差异，抑或是翻译文本由于时间关系造成的理解障隘，那种所指关系就不复存在，预设在此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既然如此，译者就应寻求隐含意义（implicature），即语用推理的另外一种形式。隐含意义指的是说话者真正意指的东西或隐藏的意义而不是字面意义，隐含意义不可和非字面意义混淆（Baker 2000：223）。隐含意义依靠对特定说话者在特定语境中预定意义或隐含意义作出成功的阐释。语用问题涉及到格赖斯的“合作原则”，即数量次则、质量次则、相关次则、方式次则（Grice 2002: 28)。译者要尽可能在译文中将这种隐含的意义不折不扣的表征出来。

4． Hatim and Mason的语用和符号翻译观

除了House、Baker的语篇翻译模式之外，Hatim 和Mason 则从语境和语篇的符号层面来探讨翻译，把语篇模式的翻译研究推向了更广阔的领域，尤以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合著的两步著作为标志，即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1990)（《语篇与译者》）和The Translator as Communicator(1997)（《作为交际者的翻译者》）。Hatim 和Mason首先分析了韩礼德语域分析主要来源于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的情景文化语境及费斯(Firth)的意义与语言变异。由于不同民族具有不同文化，译者必须面临如何向译文读者阐释的问题，是用意译还是直译。意义容易理解，但无法展现文化差异；直译保存了原作的风姿，但又难以理解。马林诺夫斯基提出无论是口头语篇还是书面语篇都应和情景联系起来，使语篇情景化（Hatim & Mason 2001: 37）。这称之为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函盖了围绕语篇生产和语篇接受的文化总体。文化语境在信息的阐释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费斯则提出意义研究应是语言学存在的理由，意义应被看作语境中的功能，换句话说，话语意义和话语要达到的目的息息相关，而不是仅与单个词汇有关。这种情景语言观就把交际参与者置入到话语情景中去了。在这种意义上，语境就与语域紧密联系起来。语域涉及到与语言使用者相关的变体，包括地理、时空、社会、标准/非标准、个人语言，这几项因素都与语域的使用密切相关。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就应当把语域和语言使用者的情况建立起对应关系(Hatim & Mason 2001:46-54)。

    将语域与语言使用者的对应关系置于翻译研究之后，Hatim 和 Mason 又将语用学与翻译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他们分析了奥斯丁的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然后将施事行为引入翻译研究，即表征行为(representives)、表情行为（expressives）、判断性行为（verdictives）、指令行为(directives)、承诺行为(commissives)、宣告行为(declarations)（Hatim & Mason 2001:60)，紧接着探讨了格赖斯会话原则，即合作次则、数量次则、质量次则、关联次则、方式次则（ibid：62）。照此看来，尽管言语行为似乎是为口头话语方式而定，但是该领域的发现同样适用于书面语篇。在这种语用翻译观看来，翻译是动态而不是静态过程，处理翻译中的意义即是在语篇的生产者和接受者之间寻找协调，除了作为源语语篇意图能干的处理者以外，译者还应当处于这样一种位置，他能对译本给予读者的影响作出判断。

    最后，Hatim 和 Mason 将符号学翻译观引入翻译研究，实现了语用观翻译研究到符号学翻译观的转向。符号学起源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在该书中，他认为能指和所指的结合即是符号,后皮尔斯将符号观发展到非语言内部的符号观，后经法国文论家罗兰•巴特改造，提出了符号不仅仅是概念，也不仅仅是身份标签，而是相关性，即符号是作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连接物，它大于能指和所指两者的部分之和。为了充分阐释语篇的复杂性，使译者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必须具备两个前提，一是对语篇中特定话语的语旨、语调、语式的词法、句法选择应当由话语目的的语用考虑决定；二是为了使话语达到充分交流，我们不但要使用语用行为，还要使用符号方面的行为，因为它能将不同的话语转换为符号的互动，不但在语篇内部的符号之间运转，而且在符号与预定接受者之间运转互动。只有通过符号互动，语言使用者才能以言行事，语旨、语场、语式的价值才能在交流中起到真正的作用。符号翻译观要求译者对符号要有充分的清醒意识。符号学不但处理文化内部的信息交流，也处理跨文化的信息交流。翻译因此被看成这样一种程序，它把一种符号身份转化成另一种文化身份，在平等条件下，也将一种符号代码、语用行为、总体上的交际要求转化成另一种符号代码、语用行为、总体上的交际要求。在符号翻译中，译者要辩明源语系统的符号身份、通晓信息核心、通过近义和释义等方式在译本中解释原本，在得到信息核心的反馈之后，要作必要的信息修饰，即符号的目的性和状态是否有所丧失，如果丧失，要加以弥补。

以上分析了House、Baker、Hatim和Mason的语篇翻译模式。这几种语篇翻译模式也有着较大不同。House主要集中于从语域方面对译作作出评估，以检验译作在何种程度上和原作对等，这种对等主要包括语场、语旨、语式方面是否和原作保持一致，House 的语篇翻译模式强调的是对译作的评估，即翻译之后的批评。Baker 则从主题和信息结构、衔接、语用学翻译等三个方面探讨了译作和原作的对等，如译作是否和原作在主题和信息结构、衔接方式、语用学上的意义预设和隐含意义保持了一致，并探讨了格赖斯会话原则在翻译中的运用。Baker 的语篇翻译模式应该说比House 的评估模式视野开阔了许多，在其模式中，她不但继承了语篇翻译模式的基本原理，即将语旨、语场、语式等置于翻译研究的对等之中，并且在句际衔接方面，引进了韩礼德功能语法中的衔接手段，不但如此，她还将语用学的相关成果也顺理成章地引入了其翻译研究模式中，这样，译作和原作对等关系就不仅体现在形式上的衔接对等及语域方面的对等，而且还体现在语用意义上的对等。Hatim 和Mason 则更进一层，他们从语篇分析入手，将语用学和翻译紧密结合起来，建立起了语用学翻译观，在此基础上，将符号理论引入其研究模式中，实现了翻译研究从语用学向符号学的转向，代表了更广泛的语篇翻译理论，使语篇翻译研究处于更动态的理论框架之中。

3、 个案分析与理论反思

语场、语旨、语式跟语言的三个纯理功能相联系：语场体现了语言的概念功能；语调体现了语言的人际功能；语式则是语篇功能的具体体现。意念功能包括及物性（transitivity）、语态(voice)；人际功能主要涉及到语气、情态；语篇功能主要涉及到主位和述位、衔接。本文以李白的《静夜思》及其英译文为例，分析该译文是否达到了语篇翻译模式中译文和原文在意念功能、人际功能、语篇功能这几个方面的对等。

我们现用《静夜思》作个案分析，来分析语篇模式翻译在何种程度上可以用来检验译文和原文的对等。

静夜思                     Thoughts on a Tranquil Night

李白                                by Li Bai

床前明月光，                  Before my bed a pool of light——

疑是地上霜。                  Can it be hoar-frost upon the ground?

举头望明月，                  Looking up, I find the moon bright;

低头思故乡                    Bowing, in homesickness I’m drowned.

（许渊冲译，《唐诗三百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141）

意念功能主要是由及物性和语态体现的。从及物性看来，它由以下几个过程组成：a．存在过程：床前明月光；b．心理过程：疑是地上霜；c．行为过程：举头望明月；d．心理过程：低头思故乡。

a句是存在过程，原文中没有用动词表现出来，但实际上是动词隐含在横组合结构中，事实上应为“床前有明月光”，译文中应用动将其存在过程表征出来，以映现其存在状态，但译文照原文直接翻译，没有反映其存在状态，其早期的译文将其翻为 “Before my bed is a pool of light”可能要好一点，因为有 “is”这个系动词体现其动态过程。b句是心理过程，原文用“疑”将其标现出来，而译文用的是情态动词 “can”表现，没有用表示“感觉”、“反应”、和“认知”等心理活动的词将原文的意义彻底表现出来，在心理过程上是不对等的。d句也是心理过程，原文用“思”来表现这种心理过程，译文用形容词化的“drowed”只表现了状态，没有把心理活动充分揭示出来，所以，这句也没有达到对等。当然，该句还有一个物质过程，即“低”，译文倒是表现出来了。在语态方面，原文基本上是主动语态，译文中用“looking up”和“bowing”将原文的语态还原出来。

 人际功能有主要由语气系统和情态系统来体现的。语气包括两个部分，即主语（subject）,由名词性词组充当；限定成分（finite element）,属动词词组的一部分（胡壮麟等 1989：108）。原文基本上都是陈述语气，翻成英语时，也要将这种语气在译文中还原。但译文却将第二句“疑是地上霜有”翻译成了一般疑问句，被原文的表象迷惑了。在原文中，“疑是地上霜”中的“疑”表达了可能性，而英语中用情态动词来表达这种可能性，译文用情态动词“can”表达了这种不确定性。

    语篇功能主要由主位和述位、衔接体现出来。主位是话语的出发点，述位是围绕主位说的话。主位是信息的起点，是小句关心的成分。主位一般表示已知信息，述位表示新信。主位有标记主位（Marked Theme）和无标记主位（Unmarked Theme）之分；由主语充当的主位是无标记主位，由其它成分（如补语、状语）充当的主位是标记主位。主位还有单项主位（Simple Theme）和复项主位（Multiple Theme）之分；只由经验成分（如：过程、参与者、环境成分）充当的主位属于单项主位，由经验成分与人际成分和（或）语篇成分构成的主位属于复项主位（黄国文 2002e）。
现将该诗原文和译文的主位和述位进行对照：

	主位
	theme
	述位
	rheme

	床前
	Before my bed
	明月光
	is a pool of light

	疑是
	it
	地上霜
	can be frost upon the ground

	举头
	Looking up
	望明月
	I see the moon bright  

	低头
	Bowing
	思故乡
	in homesickness, I’m drowned


从上面的对比可以看出，原文的主位全部由无标记主位组成，但是在译文中，“I see the moon bright” 和 “I’m drowed”都用了标记主位，把这种动作的执行者只限定在诗人身上，这和原文是不相符的，如果都能用无标记主位，那么，译文和原文的情景就会更贴切。译文用的都是单项主位，这一点和原文保持了一致。

衔接和语篇一样，是一个语义概念，用于语篇中语言成分之间的语义联系。当语篇中一成分的含义依赖于另一成分的解释时，便产生衔接关系（胡壮麟 1989：151）。衔接的手段有五种：照应（reference），替代(substitution)，省略(ellipsis)，连接(conjunction)，词汇衔接（lexical cohesion）。一般说来，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这一点在诗歌翻译中体现得更为深刻。原文中，“明月光”在第二句中缺场，译文中用“it”来照应“a pool of light”；原文中没有用连接词，译文中也没有用连接词；在原文中，“举头”、“低头”属词汇照应，译文中用“looking up”和“bowing”还原了原文中的词汇衔接。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包括诗歌在内的各种翻译在还原原文的信息时，必定会出现这种局面，即有些信息会在译文中能够被还原，而有一部分信息在语际转换中丧失，要达到完全功能对等几乎绝对不可能，不可译性是绝对的，可译性是相对的。尽管如此，译者的任务必定是在译文中将原文的语义、语形、语用尽可能不折不扣地在译文语篇中还原。

语篇模式的翻译研究尽管给翻译研究注入了理性思考，使得翻译研究脱离了语文学阶段的主观性、随意性，但是也存在理论上的不足。从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语篇翻译模式结构过于复杂，强调结构和意义的一一对应，不适应于文学翻译。从语域分析的角度看来，是否有可能恢复原作者的意图和原本的功能就值得探讨。例如，休斯的语篇翻译模式建立的基础是去发现原文和译文的不对称，认为这种不对称就有可能导致翻译错误，但这种翻译错误不一定由原文和译文在语域方面的不对称引起的，它还可能由其它方面如翻译策略等引起，对于这一点，休斯的模式没有清晰的解释。语篇理论的分析框架是建立在英语语言基础之上的，对于其它语言存在适存性问题。尤其是主位和信息结构的分析，欧洲语言如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等，它们的词序及动词的曲折变化，其主位和信息结构的分析都大相径庭，对于汉语常常无主语，其纵聚合结构隐蔽在横组合结构中等就更值得研究了。解构主义翻译观的主要代表Venuti认为以语言学为导向的翻译研究是保守的翻译模式，不利于文化的革新与改变，它似乎阻隘了翻译的伦理及政治方面的研究，缩小了翻译研究的视野(Venuti 1998:21-22)。但汉源在《中国翻译理论体系研究的路向问题》一文中指出了中国翻译研究的理论路向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主要问题有：翻译理论的建构性研究还较为微弱；翻译理论的继承性研究还较为薄弱；翻译理论的借鉴性研究还较为脆弱；翻译理论的实践性研究还较为虚弱；翻译理论的科学性研究还较为单弱；翻译理论的传授性还较为软弱（但汉源2001：5－10）。在中国翻译处于理论沉寂之时，语篇翻译研究无疑是一计良方，但如何将它融入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之中就显得任重而道远。语篇翻译模式关注的核心基本上是语言内部的对等，按照吕俊（2001：1－4）划分的翻译三阶段，即语文学阶段、结构主义阶段和解构主义阶段，语篇翻译研究应该属于结构主义阶段的翻译研究，因此，语篇翻译研究在以语际之间内部的功能对等作为研究的核心之时，如能将语言外部环境诸如文化、政治也置入其研究范围之内，那么，语篇翻译研究将会打破自身的疆界，扩大视野，走向更广阔的领域，也将会显示更顽强的生命力。

四、结语

本文探讨了语篇翻译研究的发展及其对翻译研究的启示意义，并用个案分析论证了语篇翻译模式的可应用性和可操作性。从休斯通过译文和原文的语域分析以确定译作评估模式，区别显性翻译和隐性翻译到贝克探讨翻译中语言各层次包括语篇和语用方面的对等，再到哈迪姆和梅森将符号层的话语模式融入其翻译模式之中，语篇翻译研究经历了从语篇到语用再到符号学的转向，把语篇翻译研究推向了更广阔的领域，对于建构中国翻译理论体系提供了崭新的视角，显示了强劲的生命力。当然，语篇翻译研究也还存在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更深的探讨，以使语篇翻译模式在中国翻译研究的沃土中结出更丰硕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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